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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研究　

论民国时期湖南的农赈和合作事业①

郑利民
（湖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民国时期湖南的农赈和合作事业是当时具有中国特色的合作经济的基本内容。它们主要是在灾荒的环境里
发生和成长起来的，这对于赈灾救灾和加强农村的赈务具有积极意义，但不是解决农村问题的终南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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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及湖南分会
的成立

１９２０年，中国北方五省发生旱荒，遍及直隶（今称河

北）、山东、山西、河南及陕西。为救济灾黎，五省各界人士

纷纷起来筹赈，组织了７个赈团。赈灾结束后，为总结经

验，统一管理各省赈务，１９２２年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以

下简称总会）宣告成立，各省原有的７个赈团即为总会的

分会。

１９１８年中国南北构忧，湖南兵燹成灾，连年饥谨，旅平

湘绅熊希龄等人组设旅京湖南筹赈会，专门从事募款；另

外由省内士绅组织湖南义赈会，从事募款和赈济。１９２０～

１９２１年湖南发生旱荒，收成歉薄，而当时的募赈已成弩末，

熊希龄于是汲取总会办理华北五省救济的经验，组织赈

团，联络外国人士，组设湖南急赈会，各县设立分会。后由

于灾情严重，于是对其重组，改名为湖南华洋筹赈会。在

总会的推动下，湖南华洋筹赈会根据其章程更名为中国华

洋义赈救灾总会湖南分会（以下简称湖南分会），并改会长

制为董事制。董事会中，华洋各半，熊希龄、韩理生为正副

会长，赵日生、丁华辉为中西司库，谢国藻、赫立德为中西

总干事。自湖南分会成立以来至１９３１年湖南大水发生，它

的工作主要是传统荒政意义上的急赈、工赈、米禁等活动，

合作救灾虽是当时义赈会防灾赈灾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它

还未列入到湖南分会的议事日程上。

二　农赈和合作事业的兴起
随着合作思想的大力宣传，社会各界对于合作有着较

为广泛的共识，多视其为“救灾恤贫工具”［１］１２５。湖南不仅

是国共对峙的焦点，而且是灾害肆虐的渊薮。因此，国民

政府自然把湖南作为推广合作运动的一个首选区域，利用

义赈会的合作社经验救济湖南灾区。

为救济１９３１年湖南大水，国民政府借调总会干事章元

善为国民政府水灾委员会的总干事，充分借鉴义赈会的经

验来指导赈灾，同时还委托其前往皖、赣等省组织赈灾互

助社和合作社。对于政府筹集到的大宗赈款，章元善主张

于急赈、工赈之外，重点加放农赈贷款。具体操作流程是

先由受灾农民自动组织互助社，然后以互助社的名义向义

赈会借款，用于开展灾后自救工作和恢复农业生产，待互

助社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就可以上升为合作社。

湖南分会受湖南水灾善后委员会委托，自１９３２年起开

始承办湖南农赈，这是湖南利用合作社组织救济农村的开

始，即合作救灾运动在湖南的推行。农赈在当时是一个创

举，在社会上得到普遍认可和推广。１９３２年６月，湖南分

会承办原拨湖南农赈贷款美麦１万吨（变价为５７６７７８．１２５

元），就滨湖水灾最重地区（湘阴、岳阳、临湘、华容、南县、

安乡、澧县、常德、汉寿、沅江、益阳）及长沙县共１２县依照

总会办理皖赣农赈先例，由湖南分会指派合作视导员指导

农民组织互助社，办理湖南农赈，共贷出５４３９７４．６３１元，

收回５５２３９．８９０元，具体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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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４年湖南山乡各县多遭旱灾。为救济灾黎，把水灾

农赈收回的、准备继续推行合作事业的专款用于办理旱灾

农赈，１９３５年移拨３０００００元，见表２。

表１　湖南滨湖１２县水灾农赈概况表（至１９３５年４月底）

县别 互助社数 放款总数／元 收回总数／元 结欠总数／元

长沙 １５５ ２６０００．０００ ２６０００．０００ ０

岳阳 ６４ ２６０００．０００ ２５４３７．９２０ ５６２．０８０

临乡 ８６ ２４０００．０００ ２４０００．０００ ０

湘阴 ２００ ５１５７１．１００ ５１５７１．０００ ０．１００

南县 １９８ ７３０００．０００ ７３０００．０００ ０

华容 １０４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４８４６７．５２０ １５３２．４８０

常德 １７５ ５１０００．０００ ４９５４５．０００ １４５５．０００

汉寿 １８６ ５９０００．０００ ５７１６０．４００ １８３９．６００

沅江 １７６ ６００００．０００ ６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

益阳 ２２５ ３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９９０８．０００ ９２．０００

澧县 １５３ ５６７５１．２７２ ５６３７０．２７２ ３８１．０００

安乡 １１９ ３６６５２．２３７ ３６５６２．３４７ ８９．８９０

总计 １９３２ ５４３９７４．６３１ ５３８０２１．９５１ ５９５２．６８０

　　资料来源于《民国二十四年湖南年鉴》，第７９５－７９６页。

表２　湖南山乡１０县旱灾农赈概况表（至１９３５年４月止）

县别 申请社数 承认社数 承认社社员数 贷款总额／元

耒阳 ５２ ４９ ５１４４ ２３２６２．００

衡阳 ９９ ９５ ６９８３ ４３８７８．００

新化 ９５ ９５ ７１４６ ３６４５０．００

平江 ２４ ２４ １９０９ １０６３４．００

衡山 ８８ ８３ ８５０６ ３７５７６．００

邵阳 １０９ １０８ ７３８３ ４４０７８．００

临澧 ９２ ９２ ５３２０ ３４６００．００

安化 ９７ ９７ ６４３７ ３７７５０．００

湘乡 ９９ ９７ ６７２９ ３４３７６．００

湘潭 ９１ ８４ ５７２０ ２９３６８．００

总计 ８４６ ８２４ ６１２７１ ３３２２７２．００

　　资料来源于《民国二十四年湖南年鉴》，第７９６－７９７页。

　　在发放农赈款期间，湖南分会十分关心互助社的建设

和发展，一方面对互助社做了大量宣传教育工作，不断把

合作思想灌输于互助社，另一方面对互助社进行整顿，为

向合作社发展作准备。湖南分会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既

促进了互助社农赈事务的顺利实施，也推动了合作事业的

发展。滨湖各县截至１９３４年底，共组织互助社１９３２个，

社员数 １６６０６０人，散放贷款 ５４４３１７余元，结果收回

５３２２３５余元［２］７１。其中，１９３４年春至是年底，农赈款贷放

２８２个互助社，受益社员 ７１４８人，贷款数额为 １０９０６０

元［３］６５。农赈结束后，由互助社提升为合作社者，共 ９１８

社，合作贷款５５５社，共３５．８万元［４］５５。可见，农赈是“合

作的先导”［５］１１０，在赈务与合作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是合

作救灾的纽带，同时也说明合作事业并不随赈务的结束而

停顿，而是继续发展。

如上所述，农赈与合作的关系十分密切。从某种意义

上说，农赈是合作的基础，是湖南合作事业发展的一个重

要的推进器。换言之，农赈的顺利实施，不但有利于灾区

赈务工作的开展，有助于灾区的灾后重建和恢复，尤为重

要的是，农赈的开展和深入促进了全省合作事业的快速

发展。

总的说来，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上半期合作运动获得了长

足的发展，合作规模日渐扩大。１９３３年３月 ～１９３５年１２

月，合作社数由５社增至８６４社；合作社普及区域不断扩

大，由最初的２县升至３０县；社员人数由６４３９人增加到

４５５５０人；社股资金也不断得到充实，由 １０４７０元增至

１４１２１８余元，增长十几倍［６］５４３。这种快速发展的趋势为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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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合作事业国有时期的发展夯实了基础。

三　湖南分会指导下的合作事业
前曾述及，中国的合作运动是在外国合作思想的影响

和本国社会各界人士的大力宣传之下产生的，它的经济基

础薄弱，因此，合作社的建立和发展一般都得到了政府的

大力扶持。义赈会不排斥政府的介入，这点与国际上雷发

巽合作社坚持自身的独立性不同，正因为如此，这也很容

易为各党派和社会团体接受和利用。后来，国民党政府正

是利用这一点，把义赈会以及社会上形形色色的合作社纳

入到自己统治范围内，以发挥其社会改良功能。基于此，

国民政府给予了合作社各种政策和财政上的大力支持，以

促进其发展。应该说，政府的支持客观上推动了合作运动

的发展。在政府的支持下，湖南分会领导的合作救灾事业

得到了迅速发展。

首先，政府在政策方面给予了一定的指导。湖南建设

厅于１９３２年２月设立合作事业设计委员会，规定年支经费

５８４１２元，制定湘省合作社暂行规程及各种合作社模范章

程，并曾经一度在湘潭暮云市开办合作实验区。１９３３年２

月，将合作事业设计委员会改为合作课。由党部、政府通

令各市县设合作指导员，或建设厅直接委派各县市合作指

导员。湖南合作协会对于合作负责文字指导工作。

其次，农赈贷款和合作放款为它的发展提供了资金准

备。政府对合作基金较为重视，在财力上给予了很大的资

助。陈果夫将金融形象地比喻为血液，他说，“金融和经济

事业的关系正如血液对身体的关系一样，合作事业的发展

有赖于健全的金融机构。”１９３１年湖南大水后，湖南省政府

委托湖南分会办理对互助社的农赈贷款和对合作社的合

作放款。自１９３２年５月开始办理这项业务以来，湖南分会

以农赈贷款８０万元作为基金，至１９３５年７月底，共放款

２４４４５６元，受领社数５６９个，还款数６２８１７．８２元，还款社

数１４８个［５］１１０。此外，建设厅还积极筹集合作银行基金，自

１９３４年１１月至１９３５年８月底止，分别向湘潭、长沙市、平

江、浏阳、宁乡、衡阳、衡山、武冈等９县市５２个信用合作社

贷款，贷款金额１５３９６元［７］８－９。随着合作社经营规模的扩

大和业务的增多，合作社需要的投资也相应地增加，这种

迅速增加的投资额仅凭社员自身的筹集和合作社的积累

是远远不够的，如果完全依靠政府的拨款和向社会募集同

样不是根本办法。因为政府农赈款毕竟有限，如１９３１年水

灾农赈，中央拨美麦４５万吨，但用于长江水灾的仅仅５万

元，以这区区之数救济灾黎、复兴农村，无异于杯水车薪，

根本不能解决问题。因之，农赈款的来源便成了一大问

题。在这种情况下，合作社只能越来越多地依赖借贷资本

了。合作推广期间，银行的投资就显得尤为重要。合作社

利率低，但对于银行来说，信用足，风险较少，且农村是一

个广阔的投资市场。平时视投资农村为畏途的商业银行，

自上海银行在河北介入合作放款给农民以贷款信用支持

后，纷纷争向农村投资，参与合作社的放款，形成了由义赈

会与银行联合贷放演变为由多家银行按照一定比例联合

贷放的局面。农村合作贷款后来集中由中国农民银行办

理，又增设了中央合作金库。中国农民银行长沙分行曾向

３个县贷放合作款，截至 １９３６年 １月底，共贷款 １３３１６

元［８］。另外，金陵大学在岳阳、临湘两县也曾放款。这些

合作贷款，既为灾民摆脱高利贷盘剥，恢复农事生产，重建

家园，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

于扩大合作社的规模，增强合作社的经济实力，进而促进

合作事业的发展。

最后，合作教育的普及和推广增强了人们的合作意识

和能力。合作理论及经营技能一时不易为农民所了解和

掌握，这是湖南合作事业面临的最大困难。对此，湖南各

界合作人士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积极开展对合作理念的宣

传教育，以提高人们的合作意识和合作能力。发行各类合

作刊物；举行合作讲习会，训练合作的专门人才；在学校开

设有关的合作课程，聘请鼓吹合作运动的精英人物讲学。

政府在加强对湖南分会合作事业的政策指导和财政

支持的同时，也强化了它的政治控制。１９２７年，蒋介石背

叛国民革命，成立南京政府，义赈会指导的合作社运动很

快引起了官方的注意。南京财政部对义赈会指导的合作

社要求“随时督促，俾臻完善”［９］１６９，力图通过行政手段将

合作社置于政府的控制之下。１９３１年 ４月，实业部颁布

《农村合作社暂行规程》。１９３５年９月，国民政府颁行《合

作社法》；１１月，国民政府又在实业部设置合作司，章元善

任命为合作司司长，从此，政府对合作运动的态度更为积

极。由湖南分会代办的湖南农赈与合作事业也在这年移

交全国经济委员会合作事业委员会办理，翌年５月再移交

实业部接办，相应地在湖南则改名为实业部合作事业湖南

办事处。至此，湖南分会办理的合作事业开始演化为一种

政府行为。这一时期，湖南的合作社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

量上都有了新的发展。数量上，合作社由１９３３年３月的３

市县增至为１９３６年２月止的３２市县，３年内增长约１０倍，

合作社数由１９３３年的５社骤增至８８６社，放款数为５５万

余元，收回共３１万元。组织上，已成功举办３期合作训练

班，毕业２７０余人，向各县派遣合作指导员２９人［７］８－９。业

务上，由原来的信用合作社的特别发达和特别普遍，渐渐

及于运销、供给、生产、公用等其他合作业务的单营乃至兼

营。总之，合作事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截至１９３６年

底，全省共组织各类合作社达１９８５社，而且，作为合作社

的高级组织形式———联合社此时也应运而生，出现了３个

区级联合社。

１９３７年抗日战争爆发，合作行政被迫并入经济部农本

局，名义上仍由章元善主理，实际上被政府所控制。章元

善出任合作司长前希望把社会上形形色色的合作社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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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以消灭各自为政的混乱现象，并通过行政手段，将多

年试办合作社所积累起来的有益经验系统地推介到各合

作社中去。因而，他力主合作的推行须与国家的经济政策

相适应，使合作事业在一个有组织的政治经济体系中有确

定地位，使之能够得到稳步发展。但国民政府的意图则主

要是借章元善的威望和经验来组织救灾工作，企图通过义

赈会的运作将合作事业完全置于国民党的控制之下，为其

政治统治服务。章元善就职后宣称自己是为干活而来，好

象一个电话工人，电话一通，就要走人。具有讽刺意味的

是，还没待他把“电话”接通完毕，他就遭解职而被迫走人。

１９３９年３月，蒋介石一纸“手谕”宣布在经济部增设一个所

谓的“合作事业管理局”，统领有关合作事宜。此后，方兴

未艾的合作救灾事业落入 ＣＣ分子手中，成为国民党官僚

垄断资本剥削压榨农民的工具，完全蜕化变质了。事实

上，这种合作事业一旦偏离了正常发展的轨道，其生机和

活力也就完全消失，最后难以摆脱失败的历史命运。合作

救灾对于赈灾救灾和加强农村的荒政具有积极意义。但

问题在于，合作救灾事业并不是解决农村问题的终南捷

径。在民国时期的中国农村，如果避开土地问题，企图仅

仅通过类似合作运动这样的改良方法取代土地革命，来解

决农村危机，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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